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滇中湖

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的稳定聚居；至青铜时代发

展出高度文明的“石寨山文化”；汉武帝时期，这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此

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使得这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沿地带。

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

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千米，核心区面积3平方千米。

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

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明确其年代归属为青铜时代，并确认了河泊所遗址

作为石寨山文化核心居址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

所遗址片区集中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为配合勘探，相关的发掘工作随

之开展。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片区共进行了10个地点的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累

计约7000平方米。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滇文化时期及西汉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是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为推进区域文化研究及遗址保护利用发

挥了重要作用。

“河泊所遗址是云南高原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

从史前时代至秦汉时代的遗址，考古工作已经揭示该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价值。首先，河泊所遗址堆积丰厚，延续时间很长，主要遗存可以划分为连续的三个

大的时期，其时代从商代直至汉代，这为建立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编年标尺奠定了基

础。其次，河泊所遗址范围广大，考古揭示的遗迹和遗物极为重要，新出‘滇国相印’等

封泥和公署文件的简牍，与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相互印证，证实了这里是战国至汉

代滇国的国都所在，这为研究云南考古和云南地方史提供了可靠地理坐标和重要的

历史信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孙华表示。

新发现 实证西汉政府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发布称云南晋
宁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次新发现主要为
2021年至202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蒜一小附近布方发掘所获得的资料。

2021年在上蒜一小北侧布设 10×10米探方 23个进行发掘，在发掘区北部的
河道发现封泥；2022年接着在东北部布设3个10×5米及1个10×10米的探方进行
发掘，并对上蒜一小内食堂改建空出的空地进行发掘。两个年度发掘地点的文化
层堆积厚度1.9～4.1米，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度1.5米左右的晚期洪积层。包含西
汉至明清时期的堆积，发现不同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烬、道路、河道、
田埂、田块等遗迹600余个。

明清时期的遗存较少，仅发现一些田块、田埂及灰坑。汉代堆积最厚，遗存也
较为丰富。遗迹有灰坑、沟、建筑基址、水井、墓葬、道路、河道等。汉代的堆积中出
土大量的陶片、瓦当、砖块、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等。包括铜器、铁器、骨器、玉器、
石器、穿孔蚌器及贝币等在内的小件遗物共计2000余件。其中，铜钱的钱文有“五
铢”“大泉五十”等，表明堆积的年代属西汉至东汉时期。

此次发掘的主要发现是封泥、简牍、道路及疑似建筑的遗迹及相关遗存。
封泥 发掘中共发现 837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

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益州郡24县当中的20个地名。其次为私印
封泥，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王福信印”等，这些封泥与官印封泥同出，表明这
些私印的主人身份较为特殊，可能是当时的各级官员姓名。另有少量道教封泥及
无字封泥。

封泥大部分发现于上蒜一小北侧发掘区北部河道的废弃填土堆积当中。河
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封泥便集中出土于其中。灰烬堆为炭层及红烧土层
交错分布的原生堆积，推测为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

简牍 简牍集中出土于上蒜一小内布设的探方（TN60E89）。探方东北角有一
灰坑（编号H18），灰坑初步分 5层，从第一层开始就
出土简牍。目前灰坑仅揭露了四分之一，其余分布叠
压于探方的北壁和东壁之下。灰坑内还出土了大量
的陶片、骨骼、木屑等。

目前已清理的部分发现带字木牍残片约 1066
枚，不带字8812枚。另出土有封泥匣和疑似蘸水笔等
遗物。目前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建伶
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
行政往来的文书。

此外，上蒜一小北部发掘区河道内部分遗迹和
地层堆积中也发现了零星的木牍残片，其中带字木
牍共 179枚，不带字 613枚。该区域出土简牍的部分
堆积尚未完全清理。

从 2022 年 8 月份简牍出土之后，云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第一时间与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取得联
系，并就简牍的清理、保护达成合作。目前所清理出
来的简牍也得到了妥善保管，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疑似建筑遗迹及相关建筑遗存
在发掘区南北两侧各发现了一处方形的建筑基槽。以南侧的基槽为例，东西

长约 30米，发掘部分南北宽约 15米，已揭露区域面积约 450平方米。该建筑基址
的基槽底部有顺着沟底延伸的红烧土烧结面，不似二次堆积，推测可能是人为烧
制，起到加固地基的作用。此外，在建筑基址的南面有集中分布的瓦砾及砖块，可
能是房屋坍塌之后的遗留。北面有一层碎螺壳堆积，厚约 3厘米，厚度均匀，表面
干净平坦，应是人为铺垫形成的一个活动面。因两者分布范围较一致，推测活动面
可能为建筑的附属设施。

发掘区的北面也有一条带转角的基槽，其周围也有集中分布的条带状瓦砾堆
积，但是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仅揭露了少部分，具体形制不明。

除了上述两处疑似的建筑遗迹之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瓦砾、砖块、瓦
当等。其中，瓦砾包括筒瓦和板瓦，可占到遗址总出土陶片总量的 80%以上。瓦片
正面均为绳纹，背面有绳纹或布纹，从部分完整者来看，无论是筒瓦还是板瓦的尺
寸均较大，最大者长度可达50厘米，重可达4公斤。由此推测，相对应的建筑体量
应该很大。

另外出土较多瓦当及砖。瓦当均为圆形，带边廓，当面饰云纹或文字，部分当
面有涂朱现象。其中一件为“乐”字瓦当，残存约1/4当面，上书“乐”字，可能是“长
乐未央”瓦当。砖多呈长方形及正方形，正面或侧面饰菱格纹或文字。

道路 道路位于小学北侧发掘区的中部，呈东西走向，路面由大小不等的绳纹瓦
片、碎螺壳及小石子铺设而成。路面总体宽约12米，南北两侧均被晚期的沟打破，残存
的中间主体部分宽4~5米。主体部分分层明显，为多次铺垫形成。道路尚未全部发掘，
仅揭露出路面，路面出土有铜拴、泡钉、盖弓帽、铜箭镞等车马器及兵器。

云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区域，但关于早期
阶段的历史，文献记载并不多。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
传》以及《华阳国志》等少量文献的记载。记载中关于“赐滇王王印”“设置益州
郡”等重要历史史实的记载只有只字片语。而对于这些历史史实之后，西汉政府
是如何对该区域经营管理几乎未曾涉及。河泊所简牍和封泥等文书资料的发
现，对认识西汉政府对边疆云南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 12月 24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河泊所遗址位列第四，
报道中称河泊所遗址体现了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
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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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发掘 使遗址性质进一步明晰

河泊所遗址从2014年开始系统的勘探及发掘，数次发掘奠定了重要基础，使我们对河
泊所遗址的年代、布局、文化堆积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明晰。

2014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河泊所村东南地点） 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美国芝加哥大学在河泊所村东南约 200米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50平方米，后
因出水和探方坍塌，仅发掘了25平方米。发掘确认了河泊所遗址的部分堆积情况，并进行了
碳十四年代测定，明确了河泊所遗址的年代序列是从商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晚期甚至
包含了明清时期的堆积。

2015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金砂山墓地） 201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砂山墓
地进行了发掘，发掘区域位于金砂山山顶，同时还清理了金砂山南坡的一座被盗掘的砖
室墓。此次发掘申报面积 500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 492平方米。发掘出青铜时代早期的土
坑竖穴墓 38座，并初步判断这批墓葬和传统上所认识的滇文化墓葬存在差异，可能是一
批新的遗存，属于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砖室墓的年代从结构和出土器物推断，年代为东
汉早中期。

2016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上西河村东地点） 201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
离河泊所核心区1.2公里的上西河村东晒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
河道 2处、灰坑 51个、道路 1条、墓葬 4座、房址 3座、沟 19条。出土了陶纺轮、弹丸、铜镞、骨
簪、石刀、石斧等器物，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等汉式器物。初步判断该区域为以汉文化
遗存为主要堆积的区域。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西王庙地点） 2016年至 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南、下西河村西的西王庙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发掘
出从青铜时代早期至汉代的房屋40座、灰坑470个、沟62条、墓葬3座，水井14座。其中，房
屋基址属于青铜时代至滇文化时期，水井和墓葬主要属于汉代，其他遗迹各时期均有分布。
出土铜斧、铜箭镞等铜器，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骨器等。通过系统的碳十四年代测
定，确定该遗址早期堆积的年代为公元前 1300年，并且在公元前 1200~1100开始出现铜制
品，青铜时代开始。

同时，2016年年底还在金砂山墓地北坡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汉代土坑墓。出土了“郭张儿
印”等重要文物。

2018-2019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河泊所村东地点） 2018年至 2019年，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约200米的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揭露出河道3
条、田块11块、道路（田埂）16条、沟63条、灰坑179座、房屋8座、墓葬7座、瓮棺近200座。出
土较多铜镞、铁块、铁钉、陶弹丸、纺轮，以及少量骨锥、玉环、磨石等。另外，此次发掘还出土
了“滇国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通过出土器物分析和碳十四年代测定，该地点的堆积年代
一直从商周延续至汉代。

2019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陶家滩及金砂村西北地点） 201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河泊所村西南约600米的陶家滩地点和河泊所村东南1.3公里的金砂村西北地点进
行了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目的是为了探明勘探所发现的沙性带状遗迹的性质。

2020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下西河村西地点） 202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
泊所村东约350米下西河村西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揭露出明清、汉
及早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水井、墓葬、沟、田块、河道、活动面、硬
面、灰烬面、垫土等遗迹304个。出土铜盆、铜刀、铁刀、铁环、纺轮、弹丸、石斧、石锛、玛瑙扣、
玉珏、骨镞、骨针等文化遗物320余件。

《史记》记载，公元前 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武帝赐滇王金印。
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出土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
记载的缺失，还从实物资料上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
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河泊所遗址的意义

构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铜文化及年代序列 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碳十四年代测定
表明，该遗址从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通过金属制品的科学研究，将该
区域青铜年代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200-1100年，比以往认识的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
提早了500多年；结合测年数据、地层序列和出土遗物的特征，可对滇池盆地的文化面貌及
变迁过程形成系统的认识。

通过新的几个地点的发掘，如金砂山墓地、海宝山墓地等，可以将早于滇文化时期的青
铜文化区分出来；滇文化晚期至汉代遗存的发现弥补了益州郡时期聚落遗址缺失的空白。
至此，滇池盆地青铜时代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得以确定，即包括三个阶段：青铜时代早期
（早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遗存）——青铜时代中期（典型的滇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晚期
（汉文化进入之后的文化遗存）。

初步确认了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 2021年至 2022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发现的封泥、简
牍、建筑遗存及道路等证据表明，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是当时西汉所置益州
郡的郡治治所。

西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犍为郡、巴西
郡、巴东郡、益州郡等，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其中益州郡设于西汉元封
二年（公元前 109年），下辖 24县。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
象，河泊所遗址本年度发掘区域出土官印封泥涉及的行政区划，既包括益州郡二十四县之
中的“滇池”“建伶”等县，又有周边郡级行政单位“楗为”“越巂”等，表明是一个主要的郡级
行政中心，很可能是益州郡郡治。此外，直接的官方文书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时期开始对西南
边疆的有效治理。“长乐未央”瓦当、涂朱瓦当以及花纹砖、铺地砖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存在
着较高规格的建筑。

实证河泊所遗址群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 关
于云南高原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化和社会发展状态，以往的认识仅来自司马迁《史记》的寥
寥数语。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从实物资料的角度进
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实了“西汉置郡”等历史史实。

此外，在石寨山大遗址的中心及周边区域，通过河泊所台地水系型遗址、石寨山滇王墓
地、古城村贝丘遗址，以及此次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益州郡汉式遗存的系列考古发现，
厘清了滇中区域从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过程，实证石寨山大遗址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
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说：“河泊所遗址与近旁的石寨山
墓地可能具有滇国国都和滇王墓地的对应关系，周围环
绕的将军山、金砂山、梁王山等则是都城和王墓的外围墓
地和地理边界，它们构成更大的遗址组合空间。以河泊所
遗址考古为核心、周边墓地考古为区域，持续开展区域考
古，可以推进滇文化考古和西南夷考古的深入。”

2022年10月17日至19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带队赴云南省调研时参观考察了河泊所遗址，提出要推
动文物“活”起来，科学解读考古成果价值，讲好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云南省委、省政
府领导高度重视、紧抓落实，下一步将持续推动河泊所
遗址的发掘、保护及研究展示，以期取得更大的突破。

发掘、保护、研究一体规划
1.重点对两处已暴露简牍出土地点进行扩大发掘。
目前明确的简牍出土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小学内部

发掘区（南部发掘区）H18，另外一处是小学北侧发掘区
（北部发掘区）东北角的河道内。为推进简牍的保护、研究
工作，需要重点对两个区域进行发掘。

2.寻找与郡治相关的线索，探索汉代益州郡的城
市建设和功能区布局。

目前发掘区发现的建筑、道路、封泥集中出土地
点和简牍集中出土地点，表明初步具备了城市或官署
建筑群中的部分功能区划分。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
是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但在2021年至2022年的
发掘区目前暂时没有找到比较明确的官署建筑遗存
和相关的城墙遗迹。为进一步确认益州郡的范围及布
局，今后工作需要扩大河泊所遗址片区的勘探范围，
采取更详细的勘探方式对附近区域进行勘探。

3.着力推进简牍、封泥等重要文物的整理、保护
和研究。

封泥为陶质文物，保存相对容易。但是部分出土
封泥在埋藏时接触火的火候不高，陶质疏松易烂，对
于这些保存状况不佳的封泥，印面文字的获取存在一
定困难，要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保护和研究。

简牍为浸水的木质材料，保存不当会滋生霉菌，
木质物腐坏相应的字迹也会消失。因此，前期的保存
和保护工作尤为重要。目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已与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达成合作，简牍的清理、保
存正在进行规范化流程处理。目前在建的石寨山遗址
工作站内也规划了简牍中心，建成后将用于河泊所出
土简牍的清理、保护和研究。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
作为一个大遗址项目，河泊所遗址连同石寨山墓

地相关工作已开展近9年，目前发掘遗址点近10处，
累计发掘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出土遗物众多，其中
包含很多价值较高的重要文物。为做好遗址及出土文
物的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国家文物局于2022年12
月批准了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

规划建设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包括石寨山古
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石寨山大遗址标本库房、博物
馆及遗址展示项目，目前云南省国土资源部门已将遗
址公园内用于项目建设的48.25公顷（723.75亩）土地
从基本农田中调出，以保障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实际
上，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已于2022年7月5
日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建设。项目从11月3日开始实
施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工作，后续将启
动装修事宜。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后，将形成集文物保管、考古研究、展示利用为一体的
综合文物考古空间。

同时，针对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的最新保
护规划业已开展，规划由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组织
编制。规划以“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为指导，目
标在于贯彻落实国家对考古工作的最新要求以及国家
大遗址保护标准，以建设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
突破口，将石寨山古墓群与河泊所遗址打造成西南地
区大遗址展示利用示范基地。同时，将石寨山文化保护
传承工作融入昆明晋宁区城乡建设和生态保护基本格
局，实现文物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公众考古
2022年以来，河泊所遗址积极开放公众参观和参

与渠道，开展了面向非专业民众的公众考古活动。同
时，也积极接纳国内各文物考古机构专业人员的参观
指导。在面对非专业民众的公众考古方面，承办了两场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南南考古”活动，承
接了云南省政府相关单位、晋宁区人民政府相关单位、
上蒜镇“万民党员进党校”学习班成员、云南大学历史
系本科生的参观学习。奠定了“从领导干部到基层民
众”“从中老年到青少年”的公众考古基础。

（执笔：蒋志龙 杨薇 谢霍敏）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小件器物（骨雕饰品、铜镜残片、
五铢钱、煤精饰品、铜簪、玉珏残片）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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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区南部揭露的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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